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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长期以来被视为提升资本存量、实现阶层流动的催化剂。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

资源配置失衡、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阶层继承性不断增强,社会阶层流动愈加受阻,教育不再是社会阶层

流动的重要通道,反而成了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鸿沟。新变局下,教育资源分化、高等教育普及化、数字经济

产业化、学科建设异化等诸多因素均在挑战教育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实践逻辑,以致教育的社会流动功

能难以有效发挥,影响和阻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因此,新时代教育应通过补偿弱势阶层优质

教育资源来推进教育优质均衡、以构建弱势阶层家育补充机制来保障教育公平、以“新学科”建设来促进个

人全面发展、以新型产教融合来推动社会整体提升,进而优化社会阶层结构,拓展社会和谐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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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开启新时代教

育强国新征程擘画了新的蓝图。然而,每到毕业季,名校毕业生“高配低就”的话题就广受热议,

有人大、武大毕业生进厂卷烟,其中流水线上研究生占比超过30%,也有上海某高校招聘保安要

求研究生学历等,人们直呼教育“内卷”越来越严重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教育无法改变命

运”的现实难题。回溯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逐步实现了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双重转型,但资

源配置不均衡加剧了利益分化与社会分层,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严重阻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并威胁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与稳定发展。因此,如何构建适度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突破

社会阶层再生产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新的难题[1]。

教育作为重要的资本增量机制,承载着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发展的重要功

能,长期以来被寄予突破阶层壁垒、提升社会地位的期望。根据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9年,202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8%。

我国高等教育已然进入普及化阶段,通过教育实现“阶层逆袭”的难度越来越大,正如罗伯

特·D·帕特南(RobertD.Putnam)所言:“1959年的那代人接受教育就像踏上自动上升的扶梯,

站上去就能自动往上升;但是半个世纪过去,当他们的孩子踏上扶梯时,它却戛然而止了。”[2]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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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新时代教育承载着亿万家庭及其子女追求阶层跃迁之梦、美好生活之梦。因此,通过分析教

育与社会阶层结构的辩证逻辑,从资源配置、学科建设、教育治理等方面提出新时代教育突破社

会阶层再生产之策,有助于不断扩大弱势阶层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和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进

而优化社会阶层结构,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一、教育与社会阶层结构的辩证逻辑

任何社会统治秩序都要面对和处理社会阶层间的关系问题,其中最核心的议题是在稳定的

社会秩序中,优势阶层如何将已有的优势地位传递下来,而弱势阶层如何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

教育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机制,对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新时代教育在

社会大变局下呈现出崭新样态,与社会阶层结构之间呈现出新矛盾。

(一)功能主义:社会阶层跃迁的教育阶梯

依据对社会资源的拥有程度,可以把人们划分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每个人的一生都具有阶

层的烙印[3]。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认为:“教育是赋予个体职业资格与社会技能

的基本途径,同时具有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功能。特别是在工业社会,以教育要素为核心的个

人后天因素是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决定性因素。”[4]索罗金(Sorokin)同样提出:“在开放的社会

中,个体向上阶层流动的机会更多,与此相对的,在封闭的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的界限固化,垂

直流动的机会则更少……学校是从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的社会性电梯”[5],也即教育是实现个体

往上流动的途径。这一论断阐明了教育对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重要作用,而社会阶层即是个

体相对于他人的资源或者声望[6]。彼得·M·布劳(PeterMichaelBlau)和奥蒂斯·杜德里·邓

肯(OtisDudleyDuncan)在《美国的职业结构》一书中提出,随着工业技术发展,教育等自致性因

素在个体社会地位获得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7],克里斯托弗·詹克斯(ChristopherJenks)等人通

过对美国社会分层的研究也提出:“一个人的最终地位和工资收益的最明显可见的预兆就是他的

受教育年限”[8]。也有学者从异质性群体的角度分析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发现在不同的性别或

年龄群体间,教育均显著影响个体社会地位的获得[9]。

我国自古就有“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教育思想,潘光旦和费孝通在20
世纪40年代分析考察了科举制度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发现中国古代的科举制是社会底层子弟实

现向上流动的通道与途径[10]。刘精明研究发现,文凭的高低同个人进入社会中高级白领阶层的

机会之间的关系非常显著,高等学历是推动个体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进入社会之后,直接关系

到其职业的晋升[11]。陆学艺等人研究了受教育程度对首次就业时所处职业地位的影响,提出接

受过高等教育者第一次就业的职业地位相对更高,且无论是在哪一个历史阶段,该现象一直存

在。宗昊研究发现,接受高等教育者比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者拥有更多社会资源和更多向上流动

的机会,且更容易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12]。赵欣等人认为,随着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社会

成员的个人能力得到加强,下层人员向上层流动的机会增加[13]。此外,通过研究教育对不同代

际流动方向的作用状况,李晚莲等人提出教育对于代际职业地位向上或向下流动均有显著的正

向促进作用[14-15],周兴等人则发现教育能显著降低代际向下流动的概率,增加向上流动的

机会[16]。

(二)冲突主义: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教育惯性

冲突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在批判结构功能主义均衡模式浪潮中产生的,其代表人物兰德

尔·柯林斯(RandallCollins)认为,人类是一种既有合群性,又有冲突倾向的动物,由于不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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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把社会进行分层,不同群体所在阶层之间必然存在着冲突[17]。而在社会分层的过程

中,无论是为取得特定职业地位所需的不同教育条件,还是不同身份团体为争夺优势资源而产生

冲突,都促使拥有共同教育条件或分享共同文化的群体产生凝聚力和排他性,由此形成了社会阶

层再生产[18]。“再生产”本身是一个经济学概念,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有一部分

产品不断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它就会不能继续生产,那就是不能再生产”[19],社

会阶层再生产则是社会学视域下资本积累和阶层特权代际传递的过程。柯林斯提出“社会是不

同利益集团为获取财富、权力、声望而互相冲突的舞台,教育则是各集团用以实现自身利益的重

要工具,因而学校教育的性质在本质上是为不同身份的集团所制约。”[20]教育的阶层分化与特权

的代际传递如同社会阶层分化的前期“征兆”,也即教育惯性显著影响着社会阶层再生产。学者

研究发现,教育在解释代际传递关系中具有重要作用[21-22],张明等学者同样证明了教育机会的获

得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23-24]。刘精明研究认为,优势阶层子女的相对优势在生存教育与

地位教育中分别表现出下降和上升趋势[25]。此外,李春玲等人证明了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影响

的“文化再生产”路径,认为文化资本通过对个体的学校教育及社会化产生累积性影响,进而作用

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26]。冲突主义的学者们认为教育机会获得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不平

等现象,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优势阶层社会地位代际传递的手段,处于优势阶层的人往往是优

质教育资源的最大受益者,因此,教育非但不能有效促进阶层向上流动,反而成了社会阶层再生

产的惯性。

(三)新时代教育与社会阶层结构呈现新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现阶段的主要社会

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人工智能、大数

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就业观念的转变,新业态和新职业群体不断涌现,一支与

新技术密切联系的、有别于传统产业的新型工人队伍迅速成长起来[27]。新产业为人们提供更多

就业选择,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阶层流动提供更多可能,同时对劳动者就业技能和人力资

本开发提出新要求。

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

裕问题。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和动能是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以技术型和知识型劳动力阶层

为主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显示,1992年,英国的农业人口比重为2%,日

本为7%,韩国也仅为17%[28],相比之下,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仍然高达23.6%,

这一状况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仍有较大差距。此外,社会中间阶层是社会稳定与和谐发

展的坚实力量,拥有不到1.3亿人口的日本曾有“一亿皆中流”的说法,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中

产阶层就已占到总人口的60%,英国、德国、法国、挪威、加拿大等国家中等收入者比重同样都在

70%左右[29],而当前中国的中等收入者比重仍不足30%,“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仍任重

道远。由于资源占有状况的差异,社会各阶层在利益增进方面往往会出现非互惠互利的零和博

弈,优势阶层的利益增进常常以损害弱势阶层的合理利益为代价[30]。长此以往,非互惠互利的

社会互动必然会形成剥夺感,权力和资本对现代阶层流动的深度介入,加剧了特权对公平正义的

侵蚀,致使中国的阶层结构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封闭”和“固化”现象[31],社会阶层再生产问题日

益突出。由此,教育作为开发人力资源的主要路径,对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破解新时代社会

阶层结构异化[32],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预演,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应更有所为。

但是,近年来“知识无用论”等相关话题甚嚣尘上。据清华大学2019年公开资料显示,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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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招生的3400名学生中,农村及贫困地区的学生占比不足两成,其中近六成的学生是通过学校

自强计划和国家专项计划被录取,如果没有国家的专项计划,清华大学的农村籍生源不到一成。

北京大学从上世纪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农村学生占比始终在30%左右,而近些年这一比重

降到了不足20%。从全国范围来看,2020年农村高中生占全国高中生总数的54.63%,而农村学

生考入北京大学的比例不足两成,占高中生总数45.37%的城市学生考入北京大学的比例超过

80%[33],城市学生进入北京大学的概率是农村学生的近5倍。由是观之,教育作为提升个体资

本存量的主要途径,强调在平等竞争中促进阶层流动、提升社会地位,其公平性要远胜于其他手

段。然而,收入、地位与资本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社会阶层严重分化,加之教育作用过程的复杂

性和作用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教育获得在各个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分布,致使教育惯性在很大程

度上预演着社会阶层再生产。

二、新变局下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教育鸿沟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站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我国全面开启实施“十四五”规划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新征程。教育作为社会大变局下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通道,对现代化进程中后致性社会流

动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教育资源分化、高等教育普及化、数字经济产业化、学科建设异化

等因素却又桎梏着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导致教育更为显明地预演着社会阶层再生产。

(一)教育资源分化抑制社会阶层流动

当前,社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矛盾正在由供给总量的短缺性矛盾转变为由优质教育供给不

平衡不充分而产生的结构性矛盾。2021年4月,教育部发布了2020年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

导评估有关情况,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已有26个省份、2809个县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

衡发展,其中中西部占比95.3%,如期实现了国务院提出的“到2020年全国和中西部地区实现基

本均衡的县(市、区)比例均达到95%”的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34]。但是,当前我国义务教

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仍然显著,社会阶层再生产状况愈发明显。

第一,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直接影响教育水平的差距。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北

京市一般公用预算教育经费为1128亿元,同比增长0.23%,小学和初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

经费分别为35411.73元和63603.26元,而青海省2020年一般公用预算教育经费为218.01亿

元,同比下降0.85%,小学和初中生均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分别为15646.86元和19603.16元,仅

为北京市的44.19%和30.82%[35],由此不难看出,我国教育资源配置在地域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第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随着城镇化

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镇流动,“城挤、乡弱、村空”

的社会困局加剧了优质教育资源在城乡间的配置失衡。第三,校际间优质教育配置差距更为明

显。始于2001年5月,终结于2012年9月的“撤点并校”政策实施的十年间,我国农村中小学锐

减一半,教育不再是改变命运的“绳索”,“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已然成为农民阶层向上

流动的“枷锁”。新的社会变局下,教育资源“不平衡不充分”从侧面反映出知识群体的集体无奈。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学科类教育培训在教育“双减”政策下几近终结。显

然,家庭经济收入高的学生会比家庭经济收入低的学生更有机会参加校外培训,且选择的层次更

高、范围更广,如果越来越多的家长寻求校外辅导,致使学校教育松懈,甚至课堂教育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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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会扩大教育机会不均等,拉大弱势阶层学生与优势阶层学生受教育机会的差距。藉此,优质

教育资源被富人垄断,并非通过“走后门”,而恰恰是在“公平”的教育体制下出现的,有钱就能买

到优质教育资源,在每一轮升学考试中占有优势,进入更好的大学,培养起优质的社交网络,找到

更好的工作,有更优质的资本培养下一代,从而形成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循环,教育的“马太效应”

正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鸿沟。因此,新的社会变局下,教育的资源分化程度愈加明显,这也导致

其社会流动功能在优势阶层“垄断”优质教育资源的情况下难以充分发挥。

(二)高等教育普及化弱化教育的“文凭信号”

我国自1999年实施大学扩招政策以来,高等教育规模实现了“井喷式”扩张。2022年3月,

教育部发布《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主要统计结果》显示,2021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57.8%,各类高等教育学生总规模达4430万人[36]。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大学文

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

到15467人。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为377万人,而在20世纪

90年代,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不到25万人。由此看出,新变局下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从大

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的历史性过渡。

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发展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弱势阶层子女有更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提升向

上流动的几率,并据此改变人生际遇,成功实现阶层跃迁,优化社会阶层结构。众所周知,农业社

会只有地主阶级能供养子女读书,也正是这些“读书阶层”成为下一代统治阶级,这也是脑体分工

和阶级分化历经几千年来始终保持一致的佐证。因此,中低收入群体积极投资教育,显然是对传

统观念的延续,只为通过教育来提升资本存量,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并通过提高收入

水平和社会地位来实现社会阶层的跃迁。加之始自1999的高校扩招为处于弱势家庭的子女提

供更多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这让弱势阶层家庭从教育投资中看到取得“学历军备竞赛”胜利的

希望,同时社会的进步又亟需提高劳动者素质,这就造成了教育的大扩张、大爆炸。但是,教育的

边际效益有其合理边界,比如2003年中国新增就业岗位是大学毕业生人数的4倍,而2020年新

增就业岗位仅为毕业生人数的1.36倍,教育的文凭信号功能逐渐减弱,弱势阶层试图通过提升

学历来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难度越来越大。由此,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弱势阶层改变命运的

重要途径,作为社会底层改变命运的“金钥匙”,弱势阶层子女只能处于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学

校分层秩序的边缘地位,新变局下的高等教育阶层分化将学生的就业资本进行层级划分,教育成

了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鸿沟。

(三)数字经济产业化窄化教育筛选机制

2022年2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3.0%,其中,农村地

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57.6%[37]。新变局下,新技术应用范围愈加广泛,并成为精准扶贫政策

落实的重要抓手,网络扶贫行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也为数字经济产业化

发展奠定了技术支撑与实践可能。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实现了对832个贫

困县全覆盖,帮助贫困地区发展“互联网+”新业态新模式,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持续激发

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数字产业的持续渗透使得人们有更多就业选择,教育基础

薄弱、受教育年限短、文盲率仍然存在的相对贫困地区可以利用数字经济来实现收入增长和社会

地位提升,这样一来,教育的市场筛选功能在数字经济产业化趋势下逐渐窄化。

新变局下,国内外环境发生着深刻变化,经济下行给我国就业市场带来了巨大压力,在此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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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我国高度重视数字产业,2020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718.7亿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为

3031亿元,物联网产业规模达到1.7万亿元[36]。数字经济释放了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巨大潜

能,极大地降低了创业门槛,大量数字化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16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

布的《独立工作:选择、必要性和零工经济》显示,欧美地区高达1.62亿人(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

的20%~30%)从事某种形式的独立工作。根据阿里研究院的预测,未来20年,8小时工作制将

被打破,中国约有4亿劳动力将通过网络实现自我雇佣和自由就业,这相当于中国总劳动力的

50%。此外,类似于网络直播的数字化平台成为“线上引流+实体消费”的经济新模式,这些新型

职业群体并非依靠提升教育资历来实现人生价值,而是凭借自身创造力和对新技术的应用,使得

“低学历,高收入”现象开始普遍。数字经济产业化发展是新社会变局下的大势所趋,为弱势阶层

提供更多就业渠道和发展机遇,推动“数字产业-新型劳动力-产业创收”互动链的良性循环,这样

一来,教育在新变局下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鸿沟的效能日益式微。

(四)学科建设异化制约教育的协调功能

面对百年未有之新变局,科技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

驱动,导致劳动力需求规格、规模、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教育作为劳动力市场供给的重要渠道

和有效衔接,必然要紧密对接技术变革和市场需要,如何协调教育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

成了新时代教育的新挑战。2020年7月,麦可思研究院发布《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

示,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自动化类等专业成为薪酬最高的几大专业,信息安全、软件工程、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艺术、物联网应用技术等专业成为连续“绿牌专业”,而法学、化学、法律

事务、语文教育等传统型专业成为连续“红牌专业”①。近些年,新兴交叉学科成为劳动力市场的

热门选择,像律师、编辑、会计等传统行业的失业率持续上升,在过去五年间累计流失约7500万

个就业岗位,而软件和应用程序开发、数据分析师等新兴行业迅速崛起,预计到2035年将新增1
亿个职位[38]。因此,新社会变局下的经济结构转型对个人全面发展提出了更高需求,只有适应

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劳动力,方可在科技革命浪潮中免被淘汰,这就要求学校人才培养目

标从“专业性”向“全面型”转变。

但是,我国高校热衷于学科建设的精细化、专业化,特别是在新的社会变局下,部分高校盲目

追求市场热点而忽视了学科内涵和自身要素的个性化建设,知识结构老化与实践应用脱轨等问

题捉襟见肘,学历承载的实际效力越来越弱,学科建设异化问题日益突出,力图通过提升学历来

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加拿大传播理论家哈罗德·英尼斯(HaroldInnis)认

为“研究和教育的分裂表现在挂靠在大学或与大学无关的专门化的研究机构的建立上……专门

化意味着研究机构与教学无关或关系松散,也意味着那些在危机时刻容易被政治派别利用的组

织机构的产生。”[39]学科专业分化原本是为了避免各学科培养内容和专业体系同质化而产生资

源浪费和目标模糊等问题,但过度分化极易导致学校过于关注学科边界,使得教学内容处于相互

分散的零碎化状态,缺乏与“源学科”或知识领域相近的学科跨界交往的可能性[40],这种异化形

式的教育分科难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意识,在技术变革与产业升级的新变局下,教育目

标与劳动力市场的交互关系愈加疏离,教育通过发挥其协调功能来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的价值目

标非但不能实现,反而成了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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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绿牌专业指的是失业量较小,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综合较高的专业,为需求增长型专业,其中连续绿牌专业说明相

关专业就业优势具有持续性;红牌专业指的是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足综合较低的专业,这与相关专业毕业生供需矛盾

有关。



三、新时代教育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实践路向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时

期,通过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来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将是今后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

新时代教育要充分发挥其社会流动功能,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教育鸿沟,实现社会公平与和谐

发展。

(一)正义联防:以补偿弱势阶层优质资源来推进教育优质均衡

一直以来,我国围绕教育公平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和引导性政策,但教育机会获得与教育过

程不公平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优势阶层将其资本的先赋优势在教育活动中发挥得淋漓

尽致,弱势阶层虽在公平的高考制度下有机会进入到优质学校,但经过大学教育过程的再生产之

后,其资本劣势被进一步放大,从而形成了社会阶层再生产[41]。约翰·罗尔斯(JohnRawls)在

《正义论》中提出“补偿教育”,他认为社会群体在社会阶层方面存在差异[42],弱势阶层的先赋性

劣势在后期学习和工作中将逐渐显现,因此要对那些一出生就处于弱势的群体给予补偿。我国

虽在2020年已经实现全面脱贫,但城乡、地区、校际间的教育差距仍然较大,优质教育资源配置

不均衡问题仍然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

联组会时强调,要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建设高质

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因此,新时代应大力实施中西部教育振兴计划,扩大东部“双

一流”高校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倾斜力度,通过优化教育资源结构、建设网络共

享平台、完善教育培训和管理机制等途径实现教育资源的重组与分配,为弱势阶层提供更多获得

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增加弱势阶层的资本积累,从而实现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人的投入能够带来价值增值和剩余价值,明瑟收益理论同样验证了这一

结论,并提出教育水平与收入增长、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因此,国家要继续实施中

央财政预算内教育专项计划,缩小阶层间的差距,为弱势阶层子女提供实现阶层跃迁的机会获得

和资本积累。在数字经济持续渗透的今天,国家应通过教育财政实施新一轮的教育支持计划,保

证弱势阶层能够享受到充分的优质教育资源,从而弥补相对贫困地区的教育“缺陷”,实现义务教

育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的优质均衡。2020年10月,《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若干重大问题》强调要完善城市化战略,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就要求重新整合城市

与农村的优质资源,实现农村与城市同步发展、协调发展。国家还应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引

导合理的人员流动,配套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弱势阶层子女有同等机会享受到城市的优质教

育,提升城市和农村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降低农村与城市间的发展差距。由此以来,通过发挥

优质教育资源“补偿效应”来促进教育优质均衡,为新时代教育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提供必要的

社会环境和资源保障。

(二)家校联通:以构建弱势阶层家育补充机制来保障教育公平

家庭是人成长的根,因此家庭教育也被称为“培根教育”。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思潮影响,

家庭教育成了学校教育的附庸,家庭教育的功能发生僭越[43],家长成了教育的“局外人”。安妮

特·拉鲁(AnnetteLareau)在《家庭优势:社会阶层与家长参与》中提出“中上阶层与学校教育保

持互动状态,劳工阶层家长参与学校教育被动的分离状态。”[44]也即是说,并非所有家庭能够如

学校、教师期待那样参与到家校教育,家校合作更多是为中上阶层家庭构建互动平台,弱势阶层

受自身教育程度、工作性质、社会资本等要素约束,难以平等地参与到学校教育活动中来,对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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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较高的教育期望,但血缘、地缘为主的社会资本同质化限制了弱势阶层父母的教育参与。

“双减政策”落地虽能有效降低家庭教育成本,但弱势阶层家庭的繁重工作和有限的知识水平无

疑增加了对子女的教育焦虑,家庭教育呈现明显的阶层分化,教育即成了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鸿

沟。此外,优势阶层为保证子女的教育优势,倾向于学校推行区别化的教育改革,这极大地牺牲

了弱势阶层学生的利益,加剧了教育的阶层分化。

新时代教育应重视弱势阶层的家庭教育“缺陷”,通过新型家校联通来构建弱势阶层家育补

充机制,实现真正意义上面向所有社会阶层的家校共育。第一,新时代教育应支持和引导弱势阶

层家长正确认识教育“双减”政策,担负起实施良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不要一味地追求所谓的

“名校”“名师”而忽视了孩子的学习能力和兴趣培养,通过落实“双减”政策来降低家庭教育成本,

提高教育生活质量。第二,新时代教育应突出公益性属性,重视弱势阶层家庭的教育参与,针对

弱势阶层学生建立家庭教育辅导机制,由地方学校安排教师为弱势阶层家庭提供定向式服务,定

期对弱势阶层家庭开展教育培训、咨询和辅导,提高弱势阶层家长的家庭教育水平,实现家长与

学校共同完成培养子女的任务。第三,学校应联合社区、妇联等机构建立学生课后服务机制,形

成弱势阶层家庭教育支持网络,通过登记、备案弱势阶层学生的家庭背景、学习安排等,为课后服

务教师提供专门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补充弱势阶层子女课后“无家长陪伴”“有家长无能力陪伴”

等难题。第四,通过建立家长教育补充机制来增强家长的学习意识,有效落实《家庭教育促进

法》,引导家长把教育参与当成是一项专业技能来学习,只有家长们具备并且能持续提高参与能

力,才能在孩子的教育参与中得心应手。总之,通过多元教育主体联合构建弱势阶层家育补充机

制,弥补弱势阶层家庭教育的缺陷,让家庭教育成为子女发展的驱动力,而非社会阶层再生产的

鸿沟。

(三)“教”“技”联合:以“新学科”建设来促进个人全面发展

新时代教育已从“工具驱动”转变为“技术驱动”,从单一的教学工具迈向以数据应用来提升

教育质量、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新台阶,技术创新越来越依赖于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这对复

合型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2019年,教育部等部门正式启动了“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

面推进新工科、新文科、新医科、新农科建设。2020年12月,教育部公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

育部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交叉

学科被“独立”出来,成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有学者提出针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高校人才培

养与产业需求衔接不足的现状,升级改造传统专业课程,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紧缺人

才,已经成为当前高等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人才是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核心资源,

也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新学科”建设是促进个人全面发展、解决新时代人才需求的重要

举措。

2021年7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要

求高校主管部门加强工作指导、预警和预测,避免同一区域大量重复设置“过热”专业。纵观人类

科学发展历程,任何专业研究绝不依赖于单一学科来独立完成,学科间的知识体系及研究方法本

就具有共通性,若能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个人全面发展,定能为教育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提供崭

新的实践路径。因此,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阶层要紧抓新时代学科结构调整契机[45],全面发

展个人劳动技能,为实现阶层向上流动奠定实践基础。国家应协调地方在相对贫困地区建立教

育创新服务平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共建共享优质的教育、科研、人才资源。充分发挥中西部高

等教育特别是“双一流”高校的集聚溢出效应,打造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桥头堡,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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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特需,加快发展“新学科”,培养具有区域特色的应用型人才。构建区域高等学校协同创

新体系,推进高校分类特色发展,发挥不同类型高校间的学科互补优势、人才集聚优势、资源创新

优势,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以培养全面型人才来应对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同时,应加大东

部高水平高校对口支援西部高校的力度,建立东西部高校精准实施对口支援对接平台,扶持西部

地区“新学科”建设,培养理论与应用兼备的全面发展型劳动力,有效应对新时代社会变局对综合

型人才的需求,提升弱势阶层就业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从而突破阶层再生产的教育鸿沟,为中西

部相对贫困地区巩固教育脱贫成果、实现“造血式”变革提供理念引导和人才保障。

(四)产教联动:以新型产职融合来推动社会整体提升

技能断裂、就业困难是个体致贫、返贫的重要根源。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侧

重于实践技能的培养,具有“拔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功能,为义务教育之后的“后进

生”提供了“托底教育”,对助力国家脱贫攻坚发挥着重要作用,逐渐成为保证弱势阶层在职业高

度分化的时代具备就业技能的主要路径,是促使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因素[46]。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创新

链有机衔接,这为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产职融合往往是“一头

热,一头冷”,以利益为导向的企业缺乏产教融合的发展动力,即便是响应国家政策而参与相关合

作,也多半是浅尝辄止。此外,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局限于“学校教育”,对“职后教育”投入不足,导

致毕业生被限定在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职业层级,在劳动力市场内部形成相对封闭停滞的流动

空间,向上晋升的路径受阻,职业教育也即成了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鸿沟。据统计,我国职业院校

中超过70%的学生来自农村、山区等相对贫困家庭,职业教育的低回报率无疑强化了社会阶层

再生产,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这就要求新时代职业教育重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弱势阶

层的职业市场流动与社会地位跃迁。

2021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提出要构建职业中等教育

和职业高等教育有效衔接、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融通的职业教育体系。推动产教融合发展,

完善校企合作制度,这为构建新型产职融合提供了政策引导与实践路向。第一,国家要继续实施

职业教育扩招政策,拓展“岗位转换”教育空间。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延伸职

业教育培养周期,建立终身职业教育体系,注重职业院校学生的转岗教育,提升学生的职业适应

性和社会整体“底部抬高”。第二,聚焦区域人才需求的结构性短板,服务乡村振兴和区域特色经

济发展,配套国家财政专项资金,适度倾斜社会考生,培养具备全面劳动技能的创新型“新农民”

“新工人”等新型劳动力,整体提高弱势阶层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47]。第三,鼓励部分本科

高校、高职院校与相对贫困地区的中等职业学校构建“产职贯通、联合培养”机制,实现教育目标

与产业需求对接、学科结构与职业技能对接、人才质量与资质认证对接,更大范围和更大限度地

提升相对贫困地区的应用型人才供给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第四,校企联合扶持职业

院校学生创新创业,将创新创业课程融入现行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建立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和实

训基地。新型产职融合通过促进弱势阶层职业技能和社会地位的稳步提升,有效突破社会阶层

再生产的教育鸿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教育发展作为脱贫攻坚“五个一批”之重大举措,发挥

着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已从高速发展迈入平稳发展,社会分

工愈发复杂,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创新型人才培养更为迫切。教育作为实现资本增量和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计,直接决定着社会阶层稳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然而,社会各阶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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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竞争中显现出“内卷”或“异化”问题,导致教育成了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鸿沟。如今,我国

全面开启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向教育强国的新阶段,新时代教育在走向未来的征程中,势必要发

挥其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重要功能,加快推动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形成,引领我国“十四五”规划

和2035远景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郭丛斌,闵维方.教育:创设合理的代际流动机制———结构方程模型在教育与代际流动关系研究中的应用[J].教育研究,2009

(10):27-34.

[2] 罗伯特·D·帕特南.我们的孩子[M].田雷,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9.

[3] 侯玉波,王婷.社会阶层与公正世界信念对中国人网络暴力行为的影响[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96-104.

[4] 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名著摘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127.

[5] 潘懋元.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60.

[6] 赵玉芳,黄金华.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安全感与社会支持的作用[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106-112.

[7] 李路路.制度转型与阶层化机制的变迁———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J].社会学研究,2003(5):42-51.

[8] 马千里,许尧华.高等教育:从促进个人流动到促进社会发展[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57-61.

[9] SCHOOLI.Atransgenerationalmodelofstatusattainment:thepotentialmediatingroleofschoolmotivationandeducation[J].

Nationaleconomicreview,2008(1):72-81.

[10] 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J].社会科学,1947(1):1-21.

[11] 刘精明.教育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关于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2):21-25.

[12] 宗昊.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的互动关系[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S2):122-124.

[13] 赵欣,尹韶青.试论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双向关系[J].中国成人教育,2014(4):27-28.

[14] 李晚莲.社会变迁与职业代际流动差异:社会分层的视角[J].求索,2010(6):62-64.

[15] 解雨巷,解垩.教育流动、职业流动与阶层代际传递[J].中国人口科学,2019(2):63-64.

[16] 周兴,张鹏.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2014(1):351-372.

[17] 兰德尔·柯林斯.文凭社会:教育是社会流动的阶梯还是障碍? [M].刘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41-43.

[18] 仇立平.家庭-学校-工厂:中国社会阶层再生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33-136.

[1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619.

[20] 李铁芳.教育社会学视野中的冲突理论评述[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1-3.

[21] SHOWALTERE.M.Factorsaffectingthetransmissionofearningsacrossgeneration:aquantileregressionapproach[J].The

journalofhumanresources,1999(2):253-267.

[22] ERMISCHJ,PRONZATOCH.Causaleffectsofparentseducationonchildrenseducation[R].ISERworkingpaperseries,

2010.

[23] STOCKEV.Explainingeducationaldecisionandeffectsoffamiliessocialclassposition:anempiricaltestofthebreen-goldthor-

pemodelofeducationalattainment[J].Europeansociologicalreview,2007(4):505-519.

[24] 张明,张学敏,涂先进.高等教育能打破社会阶层固化吗? ———基于有序Probit参数估计及夏普里值分解的实证分析[J].财

经研究,2016(8)15-26.

[25] 刘精明.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1978-2003[J].社会,2006(3):158-178.

[26] 李春玲,吕鹏.社会分层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53-62.

[27] 李培林.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化(1978-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2-3.

[28] 董秀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经济发展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07(3):4-5.

[29] 周晓虹.全球中产阶级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2-142.

[30] 吴忠民.转型期社会结构问题对社会矛盾的催生[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4):85-90.

[31] 刘洋.现阶段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分析[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9(5):108-111.

[32] 魏程琳.发现底层———1990年以来中国阶层研究的进路与转向[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39-45.

[33] 刘云杉.“助少壮求位育”:关注乡村教育变迁下的青年命运[J].探索与争鸣,2021(4):19-21.

551



[34] 林焕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如何再上新台阶———从基本均衡迈向优质均衡[N].中国教育报,2022-01-20(1).

[35] 教育部.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EB/OL].(2021-11-16)[2021-11-30].http://www.moe.gov.cn/srcsite/

A05/s3040/202111/t20211130_583343.html.

[36] 教育部.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EB/OL].(2022-03-01)[2022-03-03].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

gzdt/s5987/202203/t20220301_603262.html.

[37] 李政葳.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报告》发布[N].光明日报,2022-02-26(2).

[38] 张学敏,周杰.技术变革下“个人全面发展”的教育选择———新时代马克思核心教育思想再认识[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0

(6):7-17.

[39] 汤文辉.媒介与文明:哈罗德·英尼斯的现代西方文明批判[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2-40.

[40] 芦艳.如何规避学科组织分化的失范现象[J].江苏高教,2019(8):15-20.

[41] 沈洪成.如何打开黑箱? ———关于教育不平等的西方民族志研究及其启示[J].社会学研究,2020(1):218-241.

[42]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06-107.

[43] 张志勇.“双减”格局下公共教育体系的重构与治理[J].中国教育学刊,2021(9):20-26.

[44] 安妮·特拉鲁.家庭优势:社会阶层与家长参与[M].吴重涵,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3-10.

[45] 马陆亭.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指向科技经济前沿瞄向未来发展需求[N].光明日报,2020-12-29(14).

[46] 张社字,李运萍.中国职业教育制度分析———基于教育公平的视角[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9-20.

[47] 李萍,欧媚.助力乡村振兴,职业教育何为[N].中国教育报,2021-03-12(5).

AddressingtheReproductionProblemsinBreakingtheSocialStratumThroughEducationintheNewEra

ZHANGXuemin1,ZHOUJie2
(1.CenterforStudiesofEducationandPsychologyofEthnicMinoritiesinSouthwestChina,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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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ducationhasalwaysbeenregardedasacatalysttoelevatesocialcapitalstockandpromotesocialstratum
mobility.However,inrecentyears,theemergingissuesinthetransformationofsocialstructureinChina,e.g.,theim-
balancedresourceallocation,thewideningsocialdisparityinwealthhavecontinuouslystrengthenedtheinheritanceofso-
cialstatusandblockedsocialmobility.Theconsequenceisthateducationisnolongeranimportantapproachtopromo-
tingsocialmobility,butanobstacleinthereproductionofsocialstratum.Worsestill,thepracticallogicthateducation
breakstheviciouscycleofsocialstratumreproductionisfacinggreatchallenges,includingthedifferentiationofeduca-
tionalresources,thepopularizationofhighereducation,theindustrializationofdigitaleconomy,andalienationofdisci-
plineconstruction,whichaffectandhindertheprocessofChinassocialistmodernization.Forthisreason,ourresearch
suggeststhat,intermsofeducationinthenewera,weshouldcompensatethelowclasswithhighqualityresourcesoas
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education,constructthefamilyeducationsupplementarymechanismofthelowclassto
guaranteethebalancededucationequity,innovatepersonneltrainingmechanismthroughtheconstructionofnewdisci-
plines,andpromotenewintegrationbetweenindustryandeducationtopushforwardoverallsocialimprovement.Itis
hopedthatbytakingthesuggestedmeasures,thesocialstratumstructurecouldbeoptimizedtosetanewprospectfor
theharmonioussocialdevelopment.
Keywords:educationinthenewera;socialstratumstructure;socialmobility;“doublereduction”ineducation;practical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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